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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档案

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
届二中全会在西工兵营开幕，汪
精卫致开幕词。据说因为到会委
员太少，全会直到3月4日才举行
第一次正式会议。

第一次正式会议通过了几个
议案，向淞沪将士和战地同胞发
了慰劳电文，全会的重点内容主
要在后两日的会议上。

5日，第二次正式会议决议：
成立军事委员会，为全国最高军
事机关；正式定洛阳为行都，长安
为陪都，长安改名西京；通过《国
难期间临时党务工作纲要案》《颁
行大赦案》《中央委员分赴各地工
作规则案》；定于在洛阳召开国难
会议……

6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任
蒋介石为军事委员长，阎锡山、冯
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陈铭枢、李
烈钧、陈济棠为委员。8日，国民
政府命令发表该内容，18日，蒋介
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

总长。
虽然大会在成立军事委员会

时明确指出，其目的是为“捍御外
侮,整理军事”,一旦抗日之战事
终了“即撤销之”。但这依然标志
着，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辞去
国民政府主席后又一次站在台
前，掌握了国民党内的最高军
权。在此之前，和国民党内的元
老们比起来，蒋介石还不够“资
深”，军事上和其他军事将领及地
方实力派比起来，也并不占有绝
对优势。在迈向“党国领袖”的过
程中，蒋介石时不时要接受不服
的“大佬们”的挑衅。直到“蒋委
员长”的称呼确定下来，他才完全
掌握了绝对军权，“蒋主军，汪主
政”的局面从此确定下来。

有学者称，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的确定，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在
政治上的“分赃”，这为接下来对
日妥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铺
平了路子。

1932年1月30日，南京国民
政府从日军军舰黑洞洞的炮口下
来到暂时平静的洛阳城。半个月
后，待各军政部门初步安顿下来，
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八
次常务会议决定：尽快举行四届
二中全会，地点就定在洛阳。

洛阳没有大型会场，吴佩孚
修建的西工兵营东花园礼堂荣幸
升级为国家级会议的会场。有趣
的是，当时《中央日报》《申报》等
媒体在对会议的报道中，均称“西
工会场”为“西宫会场”。对此，
《洛阳晚报》经典洛阳栏目总策
划、文史学者孙钦良先生认为，当
时政府虽搬过来了，但报社还在
南京，报道会议的应是中央社的
特派记者。外地人可能不了解

“西工”的由来是洛阳城西、吴佩
孚修建兵营的西工地，误以为是
古都洛阳的“西宫”，所以留下了

“西宫会场”的笔误。
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

党群龙无首，派系林立，政治斗争
颇为复杂。四届二中全会召开日
期确定后，李济深、陈公博等亲赴
北平，请张学良出席会议，孙科、
陈友仁等留沪委员却通过林森致
电洛阳中央，称“淞沪战事紧张”，
不出席四届二中全会。国民党驻
粤、驻沪中央委员更是不时拿“东
北失地”“对日妥协”“不接济十九
路军”等理由指责蒋、汪二人。

【记者笔误】
当时的报道误把“西工”
写成“西宫”

【蒋委员长】西工兵营里，蒋介石完成军事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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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二八”事变的
炮火中，国民政府仓皇迁
都洛阳，一个月后，国民
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
西工兵营召开。这次会
议上，蒋介石完成了他在
国民党内的最高军事集
权，一跃升为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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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说说“定洛阳为行
都，西安为陪都”的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行都是临时
性的首都，是一种紧急措施；陪都
是指在正式首都之外另设的首
都，是长远的战略性需要和安
排。从这个层面上讲，陪都的地
位要高于行都。那为何国民政
府不直接搬去西安，而要在洛阳
停留？

孙钦良先生说，洛阳不是国
民政府的目的地，西安也不是。
按照当时国民党布下的棋局，南京
不保迁往洛阳，洛阳不保迁去西
安，若西安也受到威胁，从那里去
西南方向的重庆就比较方便了。

当时，陇海铁路尚未修到西
安，洛阳是最好的中转站。且行

都十月，真正常驻洛阳的只是林
森等不负实责的政府官员，手握
重拳的蒋、汪等人，则主要在陇海
线专列上来来回回。

确定下行都、陪都后，国民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建设行都和陪都
的方案，成立了以张继为委员长
的西京筹备委员会和以褚民谊为
主任的该会驻京办事处。

由于多种原因，西安的陪都
始终只停留在筹备阶段，并无

“陪”实。1943年，西京市恢复西
安市旧称，西京筹备委员会到
1945年 3月被国民政府训令裁
撤。倒是洛阳，在完成其紧急使
命后得到国民政府眷顾，修建了
林森桥、中正桥、西工电厂和西工
飞机场等工程设施。

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西工兵营召开，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委员长”这一称呼，始于洛阳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还有个
耐人寻味的议案，是汪精卫在政治报
告中所定的《施政方针案》。

“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
以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
进,务适于国防之用……”这是《施政
方针案》在军事方针上的规定，其中
的“剿匪”，是国民党内对剿灭共产党
的蔑称。即便到了国破城危、政府逃
亡的时刻，“剿共”仍被国民党看做与
抗日一般的同等大事。

此忧患并非汪精卫一人所有。
1932年2月14日，军政部派第五军
增援上海，何应钦还在给驻守上海
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的电文中说：

“抗日剿赤两难兼顾。如彻底抗日，
则必与赤匪妥协而移调剿赤之师以
应战，如赤匪仍然进剿，则对日再无
彻底进攻之余力，两者只能出于一
途，万难并进也……”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把“剿
共”当作实行抗战的前提和基础,用
阶级利益赌民族命运，导致了人力
物力巨大消耗，最终使其抗战效果
大打折扣。

【行都洛阳】国民政府逃亡路上最好的中转站

【很难兼顾】
抗日还是“剿共”
国民党高层很纠结

1

3

42


